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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史研究]    主持人:陈宝良 
  主持人语:明代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明代仍是以农业立国的小

农社会,士农工商,商居四民之末,等级井然;另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城市化的兴起,明代

开始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这一转型态势,体现在社会与文化的各个层面。其中商人并其他平

民传记的广泛出现,以及“弃儒就贾”或“弃贾就儒”之风的形成,乃至最后汇聚成社会史层面“士商互动”
的潮流,无不构成一幅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宏伟图景。就此而论,本期所收两篇论文,常文相所撰之

文,重新梳理了明代士大夫的“商人-商业”观,旨在从其有关商人、商业的价值理念及取向的变与未变

中,尝试分析内里透射出的传统社会历史变迁含义。朱绍祖所撰之文,以在地方志中新发现的史料马理

《钦赐表闾王义士行实记》和皇甫沖《王义士传》为切入点,并结合明清民国方志传记的各种文本做一微

观具案考察,分析不同传记文本的生成,考察王海的归属问题与书写话语内涵,以及王海传记写作者的

创作动机,进而对商人传记的书写差异提出了诸多有益的思考。

明代士大夫的“商人-商业”观
常 文 相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北京100732)

摘 要:明代士大夫能够认可商人、商业的社会功用,肯定经商治生满足家计的合理需求与资国通货的

正当价值。还有士大夫从“尽心”视角出发,着眼于商人在裨益社会人生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主张四民“异业

同道”,阐发“义利相通”理念。他们以是否践行社会“公义”作为考量商人道德事功的尺度,尤为看重其理财经

世才能。此外,一些士大夫鉴于商品经济过度膨胀导致的不良后果,对弃农趋末、竞财嗜利等不良世风亦提出

严厉批评。总的来说,明代士大夫的“商人-商业”观表达出他们试图协调农商混合经济使之与帝制体系相适

共生、互洽并荣的思想倾向,这种态度也是合乎中国帝制农商社会常态发展逻辑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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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叶以来,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及商业关系的广泛蔓延给商人活动提供了广阔空间,自然也

带动社会对商人、商业的传统看法发生一些变化。① 明代士大夫作为社会知识精英和管理人才,他
们的“商人-商业”观不仅集中反映出当时国家主流群体的普遍期待,更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商人与

既有体制的基本关系,成为考量前者角色地位的一项重要指标。以往研究多参照西方经验,从探寻

传统中国“现代”转型视角出发,将商人、商业视为既有体制的异质要素,赋予其引发社会变革的历

史使命,而士大夫从中表现的种种“重商”或“功利”观念,则相应具备了突破旧时代的启蒙内涵。如

吴慧认为,明代“商业思想随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有深刻的变化”,重商思想日见昂扬且“符合于崛起

中的新型工商业者的利益”[1]864,875。代训锋、王引兰亦表示,“明中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

资本主义的萌芽,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功利主义思潮”,该思潮或多或少冲击着儒家传统,“反映了当

① 陈学文即指出,明中叶后随着商人、商业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的增强,当时相应出现了四民异业同道、治生说、儒贾相混、恤商厚

商、工商皆本等思潮,展示了明清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参见陈学文:《明中叶以来“士农工商”四民观的演化———明清恤商厚商思潮探

析》,《天中学刊》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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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嬗变”[2]。在这种叙述模式下,明代士大夫对商人、商业的接

受认可程度大体成了判断他们自身及其所代表的社会体系能否朝向资本主义形态演化的属性标

识。总体而言,此类研究不仅相对缺少彼时士大夫关于商人、商业态度理念的较全面与连贯论述,
且在中国传统社会未能成功迈入“现代”的事实面前,有的学者又转而重申,这些带有先进意味的新

思想要么受制于专制主义威权,要么存在着人文精神缺失,终究无法成熟壮大。[3-4]

还有一些相关研究能够注意到明清历史发展有别于西方的独特性,力求立足于中国自身探讨

其社会结构与观念的演变历程。如赵轶峰提出:“中国下层民众的伦理观念体系与近代意义上的商

业行为之间并没有任何严重的障碍,而儒家思想与商业伦理之间反而存在严重的紧张。对于下层

民众说来,卷入商业活动只是条件问题,而对于严肃的儒家人物则是自我变异的问题。”[5]陈宝良则

主张,在晚明社会变动背景下,“传统的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冲突”,不过“儒家伦

理只要得以创造性地转化,完全可以适应中国这样迥然不同于西方文化的近代化的需要,并由此走

出一条独特的近代化之路”[6]。此外,孙杰考察了明代的“本业”观,将其区分为百姓、国家与士大夫

等不同层次予以说明,强调“前两者较多地沿袭了传统观念,后者则在明中后期发生明显转变”[7]。
上述学者意见互有异同,这不仅呈现出问题本身的足够复杂,且展示了扬弃“现代”转型视角,以中

国历史为主体,拓宽明清社会变迁研究思路的可能。本文即重新梳理了明代士大夫的“商人-商业”
观,旨在从其有关商人、商业的价值理念及取向的变与未变中,分析传统社会历史变迁的涵义。

一、对经商治生的价值肯定

(一)认可商业社会功用

明代一些士大夫明确表达了对商人、商业社会价值的肯定,较早如明中前期学者胡居仁称:“农
工商贾,皆有用处,皆有益于世。如农之耕天下赖其养,工之技天下赖其器用,商虽末,亦要他通货

财。”[8]卷5,古今第五,p63他声明农工商贾俱有益世用,比之“老释”“俗儒”更为社会倚赖。嘉靖时人林希元

又表示“通商惠工则财用足”[9]卷7,贺朱平川节判擢知高明县序,p581,兴商利民实为地方官职责所在。当时海瑞也

说:“今之为民者五,曰士、农、工、商、军。士以明道,军以卫国,农以生九谷,工以利器用,商贾通焉

而资于天下。”[10]下编,杂记类·乐耕亭记,p488他认为众民各有其功,惟身不履职任事的游惰之辈才为君子不

齿。时人张瀚同样提出,“四方之货,待虞而出,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善为国者,令有无相济,农
末适均”[11]卷4,百工纪,p77-78。万历初,《崇邑蔡侯去思亭记》写道:“世日降而民日众,风日开而用日繁,必
有无相通,而民用有所资,匪商能坐致乎……廛法不兼行,使商悦而愿藏其市,此恤商之道可见

矣。”[12]卷6,官师志·名宦,p750由此可见,商贸流通对于社会民生的重要性既已与日俱增,因而蔡知县主张

商民无分,一体同恤。由上述意见可知,从发展和实用眼光看,工商本同农业相资互济,自有其不可

或缺的社会职能,关键在政府善加操持引导;商人尽管居末,然仍该受到平等对待,况以足国裕民的

实际效益论,他们的贡献反在俗儒陋士之上。
明中叶以来,儒学世俗化趋势日渐明显,而商品经济关系的扩散,又推进社会层级弱化及流动

性的增强。在此背景下,有学者开始从“尽心”视角出发看待四民职业并经商治生问题,使商人事业

展现出更为合理的存在意义。“心学”大儒王守仁就讲:“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

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

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13]卷25,外集七·节庵方公墓表,p941如其所言,士农工商虽表面习业不同,但
终究能被裨益“生人之道”的要义统合;四民分工起自个人材力不同,无妨于尽心行道,各业殊途同

归,原无本质差别。他还强调,正因人心不古,好利失义,遂致世间浸染歆士荣宦之风,其人名为士

宦,然浮辞惑众,较农工商贾之所从事,不逮远甚。
王守仁以尽心济世为则,不按职业区别人之高下,他这种四民“异业同道”的观念在当世即赢得

共鸣。嘉靖初,李梦阳于所撰王文显墓志铭中记述其训示子侄:“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

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



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14]卷46,明故王文显墓志铭,p420王文显早年弃儒就贾,此经历或说明其本身便与士阶

层关系较近,而他不但由商肇家,且能站在士商相通互识高度理解义利之辨,仍属难得。士商“异术

同心”虽是出自李梦阳的转述,不过其本人应不反对,只是他也许更看重只有在“利以义制”的规范

下,身处“财货之场”的商贾才可修成“高明之行”。
另外,王门后学也不乏有人就此发论。如王畿曰:“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士以诵书博习,农以

立穑务本,工以利益器用,商以贸迁有无。人人各安其分……而道在其中。”[15]卷7,书太平九龙会籍,p172邹守

益又谓:“自公卿至于农工商贾,异业而同学……世恒訾商为利,将公卿尽义耶? 苟志于义,何往而

非舜? 如以利也,何往而非跖?”[16]卷15,示诸生九条,p728言之侃侃,由是亦见这一思想影响深远。
(二)承认治生之需

除了在“尽心”的形上层面给商人正名外,出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考虑,“治生”可否被当成从学

问道必要前提的话题也常常引起明代士人们的讨论,而经商作为维持生计的一个现实有效方式则

在这场争辩中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如明末清初学者陈确讲学问之道:“士守其身,如是而已。所

谓身,非一身也。凡父母兄弟妻子之事,皆身以内事,仰事俯育,决不可责之他人……确尝以读书治

生为对,谓二者真学人之本事,而治生尤切于读书。”[17]文集卷5,学者以治生为本论,p158他清楚阐明学者以志学

为本、治生为先的观点,重申读书治生本相统一,弗能为此或偏执一方都不可谓之真学,且学者治生

非欲苟求荣名,自顾私利,要在体道达用,由此进至修齐治平。
陈确在此还提及应如何恰当把握元儒许衡的“治生”之说,表示体其言者或不能领会真意。许

衡号鲁斋,他对治生的见解引发了后世学人广泛论辩。诟病者如王夫之斥其巧贼而“窃附君子”,
“日狎于金帛货贿盈虚子母之筹量,则耳为之聩,目为之荧,心为之奔,气为之荡”[18]卷14,哀帝,p372。这

种指责是针对儒士过分殖产、专意兴利立论的。另外,王守仁曰:“但言学者治生上尽有工夫,则可;
若以治生为首务,使学者汲汲营利,断不可也……果能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做买卖,不害

其为圣为贤。”[19]237可见,治生在学问之内,亦是问学求道之一工夫,王守仁并非全然抵制士人治生,
而是要求他们不该将之当作首务。与此类似,同时人吕楠被问及“商可为否”时亦云:“商亦无害。
但学者不当自为之……不然,父母、妻子之养何所取给!”[20]卷27,礼部北所语第三十五,p277

事实上,许衡的初衷原为讲明士子首先在生活上须有一定经济来源保证,然后才可更好进学修

养:“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所妨……士子多以务农为生,商贾虽为逐

末,亦有可为者,果处之不失义理,或以姑济一时,亦无不可。”[21]卷13,附录后,p327-328他提倡儒者治生乃为

满足基本生活所需,并非力主黩货蓄财,旁求嗜利,此中抉择关键仍在“处之不失义理”。在这层涵

义上,治生和治学间互有容通,二者不完全构成对立关系。即如嘉靖时人薛应旂表示,许衡本意在“人
之自食其力而不逐逐于欲也”[22]卷9,治生录序,p319。又高拱不以治生为非:“非义无为也,非力无食也……无

贪心也,是为治生之道,非货殖求富之谓也。”[23]1166-1167时人方弘静说:“许鲁斋言学者以治生为先,阳
明非之,以为大误人,余谓阳明误矣。圣人未尝教人不治生也……因天因地,量入为出,有国有家

者,未有能废者也。”[24]卷7,子评三,p213骆问礼亦以许衡之言为“真切平允议论”,指出“若一概以颜渊屡

空、子贡货殖为劝诫,则终身窒碍,无以自存”[25]卷56,续羊枣集九·治生,p665。明末学者刘宗周也持相近看法:
“许鲁斋尝云‘为 学 以 治 生 为 本’,此 言 出,甚 为 世 所 讥 议。后 人 当 善 会 其 意,知 非 教 人 谋 利

也。”[26]卷下,p246其学生张履祥同样道:“贫士无田,不仕无禄,复欲讳言治生,以为谋道是必蚓而后充

其操者也……能治生则能无求于人,无求于人则廉耻可立,礼义可行。”[27]卷39,备忘一,p1043只要运持有

方,治生既无碍求学,不废礼义,又能使学者保持独立之品格志向。
这样看来,后人纠结于治生先后之分,难免将许衡言辞做过度诠释,不过无论怎样解读,明中期

后士大夫们对经商治生亦是安身立命之业的认知已渐趋达成共识。海瑞即称“学以养生为本”更切

近人生社会实际,然“借 口 养 生 为 富 积 计 则 谬”,且“商 贾 佣 工,场 圃 夫 脚,嗣 往 兴 来,莫 非 王

道”[10]下编,书牍类·复欧阳柏庵掌科,p442-443。万历时人李光缙兼顾“世风”“世业”,认为贾业通于世务,益于世

道:“天下无清士,则世风坏。天下无贾人,则世业衰。两者并存于天地间……或振民行,或治民生,



缺一不可。”[28]卷17,处士旋锐吴长公暨配氏墓志铭,p840同时人钟惺更由《史记·货殖列传》悟出货殖“足国生财,自
有利道、教诲、整齐之理”,乃“从学问世故中淹透出来”,与治身治国“不分作二事”[29]卷23,货殖,p419。冯

应京也着眼于治生,认同商贾百工的阜国济民之效:“士农工商,各执一业,又如九流百工,皆治生之

事……阜财通商,所以税国饷而利民用,行商坐贾,治生之道最重也。”[30]卷2,岁令二·授时,p596

而治家上同治国,从当时一些家训格言里,也可体察到士人对商贾职业所持态度。如何伦言:
“男子要以治生为急,于农商工贾之间,务执一业。”[31]卷2,p33许相卿道:“农桑本务,商贾末业,书画医

卜,皆可食力资身。”[32]5张永明又云士农工商“皆人生之本业,苟能其一,则仰以事父母,俯以育妻

子,而终身之事毕矣”[33]卷5,家训·力本业,p383。再庞尚鹏说:“士农工商,各居一艺……量力勉图,各审所

尚,皆存乎其人耳。”[34]端好尚,p10姚舜牧也讲:“第一品格是读书,第一本等是务农,外此为工为商,皆可

以治生,可以定志,终身可免于祸患。”[35]5李光缙为族谱作序亦谓:“他人谱讳言贫,余不讳言贫;亦
耻言贾,余不耻言贾……人世起家,自读书下,用贫求富,而仁义附,诚莫如贾。”[28]卷6,<儒林李氏族谱>序,p233

自是观之,这些士人虽大致仍把读书习儒当成人生努力的方向,但同时又都强调个体于世间生活中

自食其力、持产固志的重要性,进而以通融豁达的择业观念认可经商治生惠及公私的必要价值。作

为明代士商关系变化的表现,这一看法也日益得到社会肯定。

二、基于义利之辨对士商关系的评价

(一)阐发义利相通理念

明代士大夫围绕经商治生的议论其实均从不同侧面重申了义在利先、利不害义的理念,他们在

以义统合利、以义约束利的共识下,彼此对士商关系的看法并无严重分歧。如弘、正时人康海褒誉

商人张通“性惮厚利,而仅取足”,其人自言:“苟可以给日用,则生道所关,如是而已,夫何以厚为

哉?”[36]卷37,明故封承德郎刑部主事张公墓志铭,p415除此服贾营生意在知足致用外,还有一些士大夫主张,在以尽心

行义作为理想人生修养与追求的原初目标面前,士商地位关系本是相对平等的;商人不仅可以和士

人一样拥有践行仁心义举的道德自觉,且他们为之付出的种种努力也应得到实至名归的评价。正、
嘉时人韩邦奇对此便有深刻阐发:“古之人惟求得其本心,初不拘于形迹。生民之业,无问崇卑,无
必清浊,皆在义利之间耳……利义之别,亦心而已矣。”他强调义利之间不以外在诵习为学或货殖为

贾做实质分别,二者不拘形迹,取决本心;商人知义,遂可缘利取义,士人好利,即能因利坏义,由兹

一念生发,达于世用,则高下自判。其所记西河子赵瓘正是以贡生入贾途,明敏阔略,起家不赀,墓
表最后叹曰:“汉司马迁氏作《史记》述《货殖》,详子贡事而深崇之,是非喻于利也,存鲁之业在是矣。
使西河子得郡邑而治之廉,鲁之业岂多让哉?”[37]卷7,国子生西河赵子墓表,p447此就求义之心观之,士商无论何

所去从,自有功业显见。不宁唯是,万历时人顾宪成在《明故处士景南倪公墓志铭》里又确切表达了

义利相离不如相合的识见:“以义诎利,以利诎义,离而相倾,抗为两敌。以义主利,以利佐义,合而

相成,通为一脉。”[38]卷17,明故处士景南倪公墓志铭,p196在其笔下,墓主持家孝悌勤俭,居乡秉公行善,可谓同以

道义自命的士人并无二致。复如明末清初学者唐甄,尝业牙市中,当有人以“近利”劝其“舍此而更

图为生之计”时,他即予回应:“吕尚卖饭于孟津,唐甄为牙于吴市,其义一也。”[39]上篇下,食难,p87-88唐甄

并未徘徊于义利是非之前无所适从,而是在双方事理互通的更深层面化解内心紧张。与同时代一

些士人一样,他还解释,经商虽身非得已,但也是力求人格独立的谋生之径:“苟非仕而得禄,及公卿

敬礼而周之,其下耕贾而得之,则财无可求之道……我之以贾为生者,人以为辱其身,而不知所以不

辱其身也。”[39]上篇下,养重,p91体味斯言,或可感受到其已从商贾职业的正当性中获得些许释然。
此外,这一义利和合会同的观念在清代康熙末年北京仙城会馆创建碑记中尚有更加详尽透彻的

阐释。其中云:“人知利之为利,而不知义之为利;人知利其利,而不知利自有义,而义未尝不利……惟

有斯馆,则先一其利而利同,利同则义洽……是为利而利得也,以是为义,而义得也。夫是之谓以义

为利,而更无不利也……而义于是乎无涯,而利于是乎无涯。”[40]创建黄皮胡同仙城会馆记,p16同乡商人各自营

利,是为谋利,而洽同会一,是为笃义。讲求利中有义,以义为利,进而由义取利,利义相彰,这也反



映了明清以来商业伦理发展态势中的积极面相。
(二)“公义”维度下商人道德事功评判

在重义轻利、缘义取利、义利通合等理念逐渐成为明代士商共同价值取向的文化语境下,商人

若明于义利之辨,修身慕学,乐善树德,那么他们所呈现的精神素养和举止表现一定程度上俨然可

同士人等量齐观。如万历时人江文选以贾兴家,“慎言行,敦朴俭,广施予”,且“无事闭户,坐问书

史”,故方承训誉其“未习儒经术,讲理道,而生平恂恂,若儒者气度”[41]卷33,江处士传,p221。同样,缪昌期

也力赞舍儒就贾的程事心施济乡族,劝励风俗:“使一邑之中,得如程翁者数辈为乡三老……锲薄讹

伪之习,其亦可以少衰止也。”[42]卷4,故光禄丞敬一程翁墓表,p459期待之高,似一般士人已难企及。
当然,明代士大夫中也时闻针对商贾的批判之声。李梦阳就曾讲贾术奸巧深恶,残心戕物,“故

不务仁义之行,而徒以机利相高者,非卫欲喜生之道也”[14]卷59,贾论,p538。此外,张瀚极称商贾与时俯

仰,低昂材货,但他表示这实是“智能之小也”,且明言“人情徇其利而蹈其害”,[11]卷4,商贾纪,p80对世人

挟诈逞智、驰骛奔竞之态给予揭露批判。而比照上文两人就四民职业所论,此处前后意见似有冲

突。同样,明清之际学者王夫之又云:“民之生也,莫重于粟;故劝相其民以务本而遂其生者,莫重于

农。商贾者,王者之所必抑;游惰者,王者之所必禁也。”[18]卷14,孝武帝,p380他虽指出商侵农利的弊端,不
过还是能从另一侧面肯认富商大贾“通有无”“司国命”为提供社会救济的作用[43]。可见,前述诸人

对商贾的评价多少存在反差,这是讨论明代士商关系时需要注意的情况,同时也揭示了问题本身的

复杂性。不难看出,他们无论认同还是批评,其实都是有条件的,即商人能否在增益国用、改善民生

乃至充实社会正气的“公义”事业上发挥出积极作用。
这样,明代士大夫将传统儒学义利之辨做基本价值评判标准,观照当时国家借助商业通财鬻货

所获实效,及众多士民以之治养身家的现实境况,由此权衡利弊得失,考量商人群体的道德与事功。
如万历时人许国认为:“自古倜傥闳伟之士,往往寄迹烟尘阛阓间”,此中“积箸平准与均天下国家,
其智一也”,即便为商,亦可“内之起家立名,外之辅义济物”[44]卷2,一源程翁七十寿序,p367。李光缙则强调贾

道斗捷权变,“大用之富其国,小用之饶其家”,是“贾中有贤人”[28]卷3,寓西兄伯寿叙,p120,并提倡把聚富之

能与 仁 义 之 行 贯 通 起 来,“有 陶 朱、倚 顿 之 能,而 又 有 邹 鲁 曾 史 之 行,斯 足 多

也”[28]卷16,大邑宾例授训导芹山江公暨配懿肃洪孺人墓志铭,p806。又明末清初人王猷定表示商贾无负国家,饶裕者“聚贫

困之黎民,给其衣食,转粟流输,以应上之所求”,他们周乏赈匮,释财资世,以故“国之仰赖于商,其
重如此”[45]卷6,寿武城方君六十序,p529。

再就士商关系言,嘉靖时人庞尚鹏认为四民有教无类,工商之子亦能上达至贤,“非工商不可以

为士,亦教与不教,学与不学之异耳”[46]卷2,比例建学养育人才以励风教疏,p138-139。换个角度看,万历时人赵南星

又提出,士人原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然若沉湎利欲,徇私忘公,“不以天下国家为事而反害之,是三民

之不若也”,而如“人人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则天下治矣”[47]卷10,贺李汝立应乡举序,p265。如此一来,读书人若

认定仕途庸碌难以实现自己经世抱负,亦确有毅然放弃举业转而入商者。如明末武城方君“见朝廷

多事,士大 夫 之 拘 守 文 艺 者,居 官 以 私 奉 养”,于 是“发 愤 废 书,去 而 为 贾……欲 得 当 以 报

国”[45]卷6,寿武城方君六十序,p528。以至入清后,更有士人虑及社会环境的变迁,涌生出“士贱于商”或“士亡

既久”的喟叹。归庄曾以“今之世,士之贱也甚”,劝勉商人严舜工“宜专力于商,而戒子弟勿为

士”[48]卷6,传砚斋记,p360。徐芳也指出今天下士人唯利是求,早已名存实亡,商人则“饶给万物而不言功,
疏瀹四方之积滞而不见德”,足谓“商固未尝非利也,而商之利则固未悖于义者也”[49]卷1,三民论下,p30。

以上表明,以社会“公义”为衡量尺度,明代士大夫越发重视商人的品格情操及其裨益民生世用

的切实贡献。他们多有人主张,士农工商俱为本业,好修勉行皆可称贤,由此商人的道德事功不仅

可同士人比肩,甚至个别佼佼者的某些表现比一般士人更为卓异出色。
(三)对商人理财经世才能的赞许

在一些士大夫眼中,从治国理财、经世致用的现实成效讲,个别商人的智识才能非但不逊士人,
反而因职业关系更易发挥所长。如嘉、万时人张四维在《送秦州三守凤原裴君理储姑臧序》里写到,



边地钱谷出纳,任责最难,然正因凤原裴君来自盐商世家,“习于其事而后善于其职”,不仅“实塞阜

国,通财丰利”,且可“使以赋政临民”。他一并希望其能以克弘先业之心,化家于国:“今奉天子之

职,以专国计一方,则亦念国家所以设是职 而 委 任 焉……以 心 于 国,则 公 家 之 利,将 万 亿 不

赀。”[50]卷23,送秦州三守凤原裴君理储姑藏序,p647前文提到的景南倪公,顾宪成于其墓志开篇亦云:“富而好礼,可与

褆躬,富而好行其德,可与泽物,顾人之用之何如耳……国家得若人而用之,必有裨于会计,即不然

而一乡有若人,可备一乡缓急,一方有若人,可备一方缓急。”[38]卷17,明故处士景南倪公墓志铭,p193

同样,万历时人吴士奇在其作商人序状内以钦佩口吻赞曰:“余每笑儒者龌龊,不善治生,一旦

握 符,莫 知 纵 横。 习 儒 而 旁 通 于 贾,异 日 为 政,计 然、桑 孔 之 筹,岂 顾 问

哉?”[51]卷6,艺文志上·从父黄谷公六十序,p354其中,光禄公吴时佐输财于国,吴彦先济困于乡,他由是联系时政,
强调商贾精擅筹算,人才难得,并申明理财官员须通积著之理,善度支之务:“今天下之需财尤甚,弘
羊、卜式之世,范蠡由国而家,光禄其移家为国,庶几以不利为利乎?”[51]卷6,艺文志上·光禄兄六十序,p356“今天

下方窘于度支,使得胜算于彦先其人者,握筹量出入,何至公私皆困?”[51]卷6,艺文志下·明处士彦先吴公行状,p390

再时人王守玺行贾至江阴平宁沙,垦辟兴殖,择田授民,复请命官府,编立里甲,驯暴安良,当地遂成

乐壤。缪昌期对此期许:“天下盛言屯利莫举行者……使得君数十辈,散处塞下,何忧军寔哉……卒

以益国赋,佐缓急,县令倚之如左右手。”[42]卷5,仰峰王君传,p473王猷定也述及鹿谷崔君转贸四方,审知贵

贱,度量出入,可称当世豪杰:“桑弘羊一贾人子耳……当汉疲耗之后而经营灌输,置平准于京师。
刘晏干吏也,以区区十五国之赋,而供度支不乏。使天下诚得君才一二辈用之,何宏羊、刘晏之足

云?”[45]卷3,送鹿谷崔君归晋序,p501除以智识干才为国所需外,甚有士大夫指出,在士商间可达成共通一致价

值观念前提下,成功商贾已然拥厚资取素封,此时若荣膺一命,显获一职,必能为国尽忠效力。张四

维即直言“仕贾无异道,顾人之择术何如耳。”他勉励入赀受职的盐商展玉泉说:“贾求利者也,苟弗

以利毁行,则如展氏世其业,人益多之。仕利人者也,而于此兴贩心焉,市道又岂远哉……如推世守

沧鹾之心以从政焉,必不苟矣。”[50]卷23,送展玉泉序,p653-654周东原产殖业丰,且于地方颇具影响,其得任驿

丞后,张四维又赠言:“今之仕者,或以名从,或以利赴……周君非以禄仕而甘此职,济以恭勤,将且

任繁剧,历郡邑以大溥厥施,而不废君臣之义者,此其发轫矣。”[50]卷23,贺周东原序,p652-653由此可见,明代巨

商富民凭依资财德行,他们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地位正受到士大夫愈来愈多的关注,士
商关系越加密切,双方融合趋势亦见明显。

三、重视“农本”及对奔竞求利世风的戒防

(一)重视“农本”以均平赋役

从以上论述可知,明代士大夫大体认可商业通财裕国的价值功用,且能够在践行社会“公义”的
景深下正视商人的道德事功。不过毕竟商人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其广泛流动又给政府管理带来

不便,甚至导致人心浮躁与奢俗滋蔓,故而本于确保生产、稳固秩序及实施教化考虑,彼时士大夫依

然注重农业在国家经济中的基础和首要地位。这样,适当调节农商两业关系,防止商业过分膨胀侵

夺农利并警惕社会竞财邀利之风的肆行,亦是题中应有之义。
明前期理财能臣周忱尝言,治民之道在“禁惰游以一其志,劝耕稼以敦其业”,由是“赋役可均,

而国用可足”[52]卷22,王周二公疏·与行在户部诸公书,p173。然伴随商品经济发展,农商矛盾不时显现。正、嘉时人

林希元即云:“今天下之民,农桑失业……从事于商贾技艺,游手游食者十而五六,农民盖无几

也。”[9]卷2,王政附言疏,p458何良俊也表示“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时黎庶乐农,家给人足,近
来却税 增 役 重,民 皆 徙 业,“昔 日 逐 末 之 人 尚 少,今 去 农 而 改 业 为 工 商 者,三 倍 于 前

矣”[53]卷13,史九,p111-112。弃本趋末、废农就贾的后果,诚如张瀚所讲:“散敦朴之风,成侈靡之俗……末

修则人侈,本修则人懿。懿则财用足,侈则饥寒生,二者相去径庭矣。”[11]卷4,百工纪,p77无论由赋役繁剧

还是奢习充斥使然,在这些士大夫看来,农业人口锐减确已对国家统治根基造成严重影响,因此他

们倾向于主张把商业纳入助益国计民生的合理管控轨道,以期平衡农商结构。这一协调并进之意



胡居仁就早有阐述:“天下之衣食,尽出于农工商,不过相资而已……宜自百官士人之外,止将一分

人作工商,以通器用货财有无,其余尽驱之于农。既尽生财之道,又免坐食之费,四海必将殷富

矣。”[8]卷5,古今第五,p65至于明中叶以降实施的均徭条编改革,其间本末冲突依旧存在。嘉靖时何瑭议

曰:“计田土以当差役,既非古法,又非国法……差役出于户丁,士农工商之家,除例该优免外,其余

户丁,盖未有不当差者也。今止令取于耗米,则是士工商贾之差,农独代当之矣,是岂均平之道

哉?”[54]卷8,均徭私论,p584-585以田计差初衷本为平担赋役,但各地实情不一,难能一概而论。复如山东地

区,时人葛守礼也认为推行条编实乃“宽富累贫”之法,以往“逐末之人,亦出有分”,现今两税杂派,
“通加于地,则只勒力本者耳”[52]卷278,葛端肃公文集·与沈对阳方岳论赋役,p2948。赋役不均,农苦科敛,尽使田土委

弃,趋商者众。嘉靖末给事中周诗有鉴于此,还曾提出征税“不必专主田粮而重算丁力,稍取办于商

贾工艺不耕而食之夫”[55]卷545,嘉靖四十四年四月丙戌,p8804。万历时给事中光懋言:“嘉靖末年创立条鞭,不分

人户 贫 富 一 例 摊 派 …… 并 之 于 地,而 丁 力 反 不 与 焉。商 贾 享 逐 末 之 利,农 民 丧 乐 生 之

心。”[56]卷58,万历五年正月辛亥,p1338时又有于慎行评道:“陆贽论两税之弊曰:两税之立,惟以资产为宗,不以

丁身为本……两税之法,即今之条鞭,条鞭以地产为率而不计其赀,故农困而商宽,与陆公所陈,大
略相似。”[57]卷12,赋币,p137-138如此就农商关系论,在商品货币经济浪潮冲击下,与其说明代士大夫径直

贬斥商贾品贱位卑,倒不如说他们于重视“农本”基础上,更强调赋役公平与民生足用,故其要求采

取必要措施维系二者适均发展,防止商人不当牟利、逃避税责而伤本损农。
(二)警惕与批判嗜利风习

面对明中叶后士人蓄财擅利及世间竞相奢靡风习的泛行,当时士大夫多表达了批评意见,他们

基于儒家固有的伦理价值观对社会和自身可能发生的商业化变异保持了应有警惕。嘉靖时人何良

俊称:“宪孝两朝以前,士大夫尚未积聚……至正德间,诸公竞营产谋利……太史公所谓利令智昏,
何异白日攫金于市中者耶?”[53]卷34,正俗一,p312-313万历《上元县志》也议及嘉靖以降士习浇漓,人才凋零:
“弘正间居官者,大率以廉俭自守……嘉靖间,始有一二稍营囊橐为子孙计者……至迩年来,则大异

矣……故论人才于畴昔,殆有不可胜纪者,乃今则寥寥矣,宁不为司世道者之忧乎?”[58]卷10,人物志二,p37

再以吴中风俗言之:“农事之获利倍而劳最,愚懦之民为之;工之获利二而劳多,雕巧之民为之;商贾

之获利三而劳轻,心计之民为之;贩盐之获利五而无劳,豪猾之民为之。”[59]苏州备录上·常熟县,p468这样,世
风向利,习俗移人,商业关系泛漫所及,不仅“民且不自知,其习于浮而风斯下”[60]卷1,舆地志·风俗,p23,就
连“缙绅士夫,多以货殖为急”[61]4,终不免陷入末世流弊。

“利者岂独奇赢十一之谓,即功名富贵皆利也”[62]卷3,送王爱南南归序,p624,利字当头,其时整个社会都

对金钱财货展开了疯狂追求。正、嘉时人黄省曾这样描述“金钱之神”:“苟其行也,则市猾之子遴为

秀孝,豪 右 之 庸 登 之 荐 书,污 掊 之 令 举 之 清 途,乱 纪 之 官 布 之 近 右,滔 天 之 罪 转 为 良

吉。”[63]卷21,语苑·拟诗外传六十一章,p693海瑞也尝感叹“财帛世界,今不如昔”,即便读书人亦“出没于声色货利

之场,不得不已;奔走于富贵利达之际,老死不休”[10]下编,赠序类·赠蒙生德范还遗金序,p343。更有一些士大夫提

出,正是受此诱惑,明代社会及士人自身的堕落异化已势所难挽。当时学者吕楠即称:“自弘治末年

以来,媚师以势教,鄙师以利教……夫惟以势为教也,士固有青衿居而奔竞心者矣,夫惟以利为教

也,士固有诗书诵而金帛志者矣。”[64]卷3,送李新安序,p550再唐顺之言古今劝善之道迥异,遂使人情惮于仁

义,“虽督之弗率”,竞乎利达,“虽牵之弗止”[65]卷12,薛翁八十寿序,p353。由是斯风愈演愈烈,甚至到了“朝堂

为市”的地步。[66]如此看来,明代商品关系的迅速扩展在放大社会经济自由的同时,也带来拜金主

义盛行的消极影响。处身其间而不为俗弊所染的士大夫对之一再抵制并提出批评,以期养固儒者

本性,补救世道人心,透显出他们作为社会知识精英群体的强烈责任感和理性精神。

四、结 语

总的来说,明代士大夫对商人、商业的正当社会职能有着充分认识,他们肯定商业的会通资用

之功,注重商民平等同视,农商平衡互济,并表示如考虑为国家社会服务的实际贡献,有时商人的劳



绩反在俗儒陋士之上。还有士大夫站在尽心知性、裨益人生的高度,主张四民异业同道,志趣本一,
赋予商人事业以更为合理的存在意义。再者,经商作为维系生计的一个有效方式也越来越被士大

夫认可,他们能够正视物质基础之于保障生活需要和保持人格独立的必要性,通融看待并适当把握

读书求学与货殖营生的主次轻重、前后缓急关系,对士人自食其力养身持家给予了应有包容。明代

士大夫围绕经商治生的论辩其实都自不同侧面重申了义在利先、利不害义的价值观念,他们认为商

人可与士人一样拥有践行仁心义举的道德自觉,就追求尽心行义的自我理想境界而言,士商身份或

已无本质差别。更有人在此基础上阐发了义利相辅相成、协和会一的识见,折射出彼时传统儒家思

想与商品经济潮流交织下的商业伦理发展态势。由是一来,当时商人在增益国用、赈恤民生等社会

“公义”层面发挥出积极作用,其所展示的素养行止获得大多士夫民众的称扬。也正因以公共利益

的实现做权量尺度,一些商人于品德事功上不仅可同士人等量齐观,甚至在某些事项的表现比一般

士人更为突显。尤其从治国理财的经世角度看,个别士大夫表示,商人的智识才能非但不逊色士

人,反而因职业所擅更易明积著度支之理,施会计出纳专长。兼具财富与德行优势的商人在国家社

会中的角色愈发受到士大夫关注,士商隔阂逐渐消减,彼此融合日见加快。
另一方面,明代士大夫着眼农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根本地位,对商业过度发展、民众过分殖

利导致的不良后果保持了警醒态度。基于对“农本”的重视,其一再强调赋役均平与民生足用,呼吁

采取措施调节农商关系,降低因商去农、商侵农利的负面影响。且面对商品经济繁荣带来的拜金主

义泛滥,士大夫们又就当世士庶热衷竞财逐利、靡汰浮华及权钱交易等邪习流弊提出严肃批评。他

们力求防止自身及社会受金钱腐蚀而堕落异化,维护士之为士的品行操守,彰显了知识精英群体的

责任担当和理性精神。
综上所述,由明代士大夫对商人、商业的基本态度论之,其不仅认为经商本是满足个人生计和

社会交换需要的一种职业,且指出商贸活动促进了物资流通,对资助国用、安辑民生亦具有重要意

义。他们因而把商人、商业视作社会结构的必要组成部分,整体认可二者已渐成为国家体系赖以稳

定运行的内在要素和力量。与此同时,当时士大夫仍以传统儒家学说为代表的社会“公义”观为据,
评量商人的道德事功,解析士商间的互动关系。也正是于此价值理念映照下,其又对商品经济浪潮

所波及的社会弃农就贾、嗜财竞利等弊习保持了足够警惕。此中既显现了这些士大夫期待以儒家

伦理信条规范、引导商人行为的努力,又透露出在既有体制框架内,他们试图协调农商混合经济使

之与帝制体系相适共生、互洽并荣的思想倾向。这也表明,处身明代商业化变迁进程中的士大夫们

经过适应调整,其观念表达和行为取向本是合乎当时中国帝制农商社会常态发展逻辑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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